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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DETAILS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达拉奇-查丹(Daraki-Chattan)洞穴是位于印度尚巴尔盆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凹穴遗址，是世界上已知最古
老的岩画遗址之一。它包含超过500个凹穴，自2000年开始，早期印度岩画工程（EIP）就一直对其进行
研究，并对洞穴入口处的沉积物进行了挖掘。本文介绍了对洞穴中凹穴的分析，以及对那些位于阐查拉玛
塔（Chanchala Mata）山附近岩石凹穴的分析。本文解释了凹穴中抗腐蚀表面的形成以及这一机理是如何
促进更好地保护凹穴。然而，这些极具抵抗力的构造岩层的埋藏作用不仅保护了凹穴免受风化，而且在这
些特征的形成过程中也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未来的工作需要着重于凹穴、动能变质（KEM）现象和风化
过程量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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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位于印度中部班普拉（Bhanpura）附近，伊恩德拉加尔（Indragarh）
山的达拉奇-查丹石英岩洞穴，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岩画遗址之一，
以在其岩壁、岩基和从沉积物中修复的剥落岩石碎片中发现的530多个
凹穴最具特征。（图1)这些凹穴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是从遗址的大部
分沉积物层中挖掘出来的，一直向下直到基岩。这些沉积物自上而下
包含:旧石器时代中期、阿舍利文化（Acheulian）和无手斧的旧石器时
代早期石器。此外，一些用于生产凹穴的、类似于奥尔德沃石器工业
文化（Oldowan）的锤石也在最底层被发现。因此，至少有一些凹穴
是与旧石器时代早期制石工具同时制作的，这证明它们正处于岩画艺
术非常早的时期。此外，在已知的遗迹中，只有一个明显相似的岩画
凹穴——位于比莫贝卡特（Bhimbetka）的会堂洞穴，地处印度中部。
它以接近人类领地所留下的沉积物文化序列为特征，除此之外，在比
莫贝卡特遗址位于最底部的占领层与上覆的阿舍利层之间存在一个包
含豆石的贫瘠层。后者表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达拉奇-查丹
（Daraki-Chattan），含有铁元素的沉积物在下层石器材料上留下了痕
迹，包括石器和天然碎屑。

需要解释的问题之一是达拉奇-查丹的岩石凹穴怎么可能在如此漫长的
历史中幸存？岩画的寿命取决于岩石对侵蚀和其它环境因素的抵抗力 
(McBride, 1989)。任何岩画对被自然方式(无论是风蚀、河流、海洋、
溶液或任何其它介质)擦除或侵蚀的相对承受力与制造它所需的时间大
致成正比。这个摩擦学公理对岩画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制作岩画所需的时间是一个已知变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通过
复刻来确定)；因此，岩画的相对寿命是可以预测的 (Verberne et al., 
2014)。以达拉奇—查丹的凹穴为例，在洞穴附近的同一块岩石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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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印度达拉奇-查丹(Daraki-Chattan)洞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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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刻实验表明，一个9.0毫米深的凹穴的制作，需要在138分钟内进
行17300次砸击，这需要两天；另一个是通过专注于坑中央来制作的，
最终也有9.0毫米深，这需要在372分钟内完成28327次砸击。它还试
图制造一个略呈三角形的凹穴，来匹配洞穴中发现的其中一个凹穴，
这需要在812分钟内完成总共111261次的砸击 (Benn et al., 2010)。但
包括间接冲击试验在内，结果证明实验完全没有效果。从本质上讲，
要制作深度更深的古代岩石凹穴，每个凹穴都需要用锤石敲击50000
到100000次，甚至更多次。这将是在已风化但未变质的砂岩上制造类
似的凹穴所需时间的1000 倍以上。在此基础上，可以合理地假设，在
相同环境中，石英岩凹穴比风化砂岩上的相同凹穴寿命长1000倍。而
且，在洞穴内受到保护的位置会更加突出这种差异(Siman-Tov et al., 
2015; 2017)。

实际上，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达拉奇-查丹岩画极长的保存时间。首先，
岩石是已完全变质的石英岩，是曾经用于岩画装饰的石头中的两种最
具抵抗力的岩石类型之一 (另一种是结晶白色石英)。其次，洞穴在大
雨期间仅受到有限的径流冲击， 并且洞穴的很大一部分没有受到太阳
辐射。因此相对于露天场地而言，风化过程对该洞穴造成的降解是很
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以上因素，但许多石壁凹穴清楚地
表明，自从它们被制作后，其周围的岩石表面已经明显塌缩 (Kumar, 
1996.)。最后，还有一个因素促进了这种岩画得以于漫长时间中被保
存，这也是本文的主要主题：通过对数百个石壁凹穴的调查表明，许
多凹穴的内部似乎具有一种硬化的表面层，尽管其中某些表面层可能
被堆积物或薄薄的黑色地衣所掩盖 (Iverson, 1991)。

2. 达拉奇-查丹凹穴的检验

这项工作于2016年11月8日至21日进行。野外显微镜使用了一种双
目光学显微镜进行检查，这是一种配备了内部目镜标尺的定制改进

型 Motic SMZ143 立体变焦显微镜（图2）此外还使用了两个数字显微
镜。其他位置的相关样本用尼康SMZ1000双目光学显微镜进行实验室
检查验；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Jeol JSM‑35；通过Zeiss Axiotron显微镜
并配备MCU263轴控制器和10MP Moticam相机；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与EDX—X射线检测器结合并使用WINEDS 软件。达拉奇-查丹
的野外显微镜检查始于洞穴南壁的36号凹穴，其中包含两个在边缘可
见的突出表面层，随后在许多其他样本中也有发现。在南壁的44号和
45号凹穴中也检测到了明确且清晰可辨的表面层。这些表面层很小并
且被随后的剥落物所截断，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更深且处于中央位置的
原始凹穴才能得以幸存至今 (Kumar band Krishna, 2014)。南墙上的其
他样本包括凹穴36、35、34、33、6、8、4、5和 16A (图3-S)许多其它
硬化表层似乎被堆积沉积物或地衣所覆盖。在洞穴的北壁上，许多凹
穴进一步地显示出清晰无误的表面层：16A、31、30、15A、14A、2
、3、4、5、22、24、27、47、48、50、140、135、121、115、113
、110、159、158、162、164、174、173、171、172、181、144
、201、208、205、206和 219(图 3‑N)。

对这48个凹穴的检验显示了一种趋势：在最大、尤其是最深的样本中

发现最稳固的构造岩层，包括那些因石壁剥落而被截断的样本。另一
个发现是33至36号的凹穴在南壁上形成一个小群组，在它们的底部位
置表面都显示出微小的红色色素残留（图4）尽管这些残留物以非常孤
立的、不连续的残留形式出现，且仅在微小的凹槽中被发现，但它们
似乎曾经在凹穴内部形成了连续的覆盖层 (Kumar et al., 2016)。这种红
色颜料以非常小的赤铁矿薄片形式出现在凹槽中，但在凹穴底部的其
他地方，石英的微红色变色很明显，类似于通常在砂岩上发现的典型
绘画颜料“阴影”。因此，可以假设这些凹穴曾经涂有红色颜料，并含有
铁元素。这一点在该遗址的许多其它凹穴中都未检测到。

在这些研究过程中，北墙上的14A号凹穴成为了主要的考察对象，因为
它不仅是其中最大的凹穴，而且是保存最完好且最深的凹穴之一。它
是洞穴中许多比最初制造时要更浅的凹穴之一，因为它周围的岩石表
面已经塌缩了。塌缩的幅度未知，但我们估计其大致在5毫米到20毫米
之间。如今，该凹穴宽46毫米，高46毫米，深18毫米，因此它在制作
时可能有23-38毫米深。洞穴中的其它所有凹穴，包括那些看起来完整
保存下来的凹穴，如今的深度都在15毫米以下。大直径类别凹穴的常
见深度在12毫米到14毫米之间。仔细地考虑凹穴14A周围的几个层状
剥落疤痕，这些疤痕已经减小了其深度(并且在较小程度上减小了其直
径)，得出了其最接近现实的先前深度约为25毫米，基于复刻工作，可
以安全地假设它涉及超过100000次锤击。毫不奇怪，它还具有在任何
凹穴中看到的最明显的构造岩发育。沿着这个凹穴的左侧边缘，这个
特征被很好地分割和可见(图5）。

14A的厚表层由完全结晶的石英组成，这些石英已破碎成网状图案，
例如矩形的碎片。它的厚度从2.0毫米到2.4毫米不等，并被平行于凹穴
内部的不规则裂缝及其紧挨的基底分开。裂缝仅在 40 微米宽的地方出

现，似乎是由材料压力造成的。表层构造岩似乎已完全转化，在显微
镜下，结构中没有可检测到的粒度；所有以前的石英颗粒的痕迹都已
经消失了。颗粒和无定形硅质已经聚合成一个单一的物质，而不是熔
融或熔化。那里也没有晶体结构的痕迹；因此，也可以排除任何再结

图2：达拉奇-查丹(Daraki‑Chattan)洞穴北壁最西端的野外显微镜(由
RGB拍摄)

图3：最初于1996年确定的达拉奇-查丹(Daraki‑Chattan)南壁(S)和北壁
(N)上的凹穴分布。此后检测到更多凹穴。(由RGB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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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过程的出现。发育完全的构造岩包括板状（薄片状）碎片的瓦状排
列区域和让人联想到Voronoi细胞的网状排列区域，所有这些区域都表
现出了“重新定向”或熔融。最重要的是，在彻底的搜索后显示其并不存
在偏六角形结构，因此这种发生改变的过程不是某种形式的结晶。这
些小版块从视觉上传达了一种印象，即转换过程更类似于重新形成延
展性强的薄片状云母板，因为一些矩形碎片具有完全平坦的表面。网
状结构似乎在 0.5-1.0毫米的深度占主导地位。

在这个表现为单一半透明石英岩的构造岩层之下，是一个从约2.4毫米
深开始逐渐变成原岩的基底。在这种部分转化的基底中，石英岩颗粒
很容易辨认。它们的直径通常在250μm左右，但无定形硅质已被改变
性质，在某些情况下，在晶粒周围形成同心“光晕”。在凹穴14A的左边
缘，距表面约10毫米处，这种程度的变化似乎很明显，这一现象远远
超过在其它地方所能看到的。

3. 定义动能变质（KEM）转换

在本文描述工作之前，即观察到达拉奇-查丹的大量的凹穴表面层明
显硬化这一现象之前，就早已在多个大陆的遗址中确认其存在。事实
上，此现象自1987年就已被观察到，首先在玻利维亚的印加华斯发
现，后来在沙特阿拉伯、撒哈拉沙漠和南非也发现了，最后在中国发
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在砂岩和变质砂岩石 (石英岩)中被发现
的。动能变质(以下称为KEM)假说解释了岩石上这些抗侵蚀表面层的
形成是由于极高的动能对局部的作用。如上所述，在非常坚硬的岩石
表面上制造凹穴，涉及将大量累积的能量应用在非常小的表面区域。
需要明白的是，施加的总力可能高达几十千牛顿，且集中在一个非常
小的区域。这改变了最接近表面的岩石层的物理性质。这些层虽然在
化学结构上与用于支撑的原岩相似，但由于晶体重新定向和/或叶理化
过程，其耐气候性有显著提高。一些对凹穴施加的巨大的力，会以热
量、声音和破裂力的形式消散，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会产生摩擦效应，
使先前已经变质的原岩进一步变质，并将其转化为最好定义为构造岩

的东西。

以下是已通过现场显微镜初步确定的动能变质（KEM）转换阶段，由
底层到表面(图6)：

第0阶段:原岩没有改变，深度总是 >10毫米。

图6：通过合成电子显微镜下的地质KEM样品改性区域的薄断面照片(
由RGB拍摄)

第1阶段:颗粒仍然清晰可见，没有明显的同心“光晕”或“熔融”外观，在
最极端的情况下，距离表面 5-10毫米。

第2阶段 很少有颗粒可辨认，并且它们可能具有的同心“光晕“表明从无
定形到结晶状硅质的摩擦学改性发展良好，以凹穴14A为例，距表面
2.4–5毫米。

第3阶段:完全变质的结晶石英体，具有薄片结构，表面深度小于2.4毫
米。

通常，转化层是薄片状的、颜色呈稍白或苍白，并且在明显发生最
大冲击的地方最厚，即在凹穴的最深处。在构造岩中，矿物质已经
改变了它们的方向，并且这种薄片涉及组分的各向异性再结晶。如果
是砂岩或石英岩，这是它的硅质胶结物。当它填充碎屑之间的空隙
时，它会粘合石英颗粒并降低孔隙率和渗透率。石英颗粒上共生石
英过度生长的来源可以是生物成因（δ30Si-1-2‰）或碎屑二氧化硅
（δ30Si-0‰）。矿物涂层(例如粘土)和截留物(例如碳氢化合物、粘
土矿物)延缓了共生沉积，碎屑石英颗粒之间的空隙未被胶结物完全占
据。这为石英岩原岩的再变质，以及砂岩、片岩的变质提供了潜力。

自从这一现象在几个大陆上的凹穴中发现后，动能变质（KEM）作为
一个影响各种类型地质表面的过程已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被检测到。
在地质时代的古河道中，对于在河流中以巨大的能量推动碎屑对基岩
的冲撞作用进行了最详细的研究（图7 Bednarik, 2003; 2004; 2008; 
2012; 2017; 2019）。在风沙轰击(如沙尘暴)和冰川磨损作用下，也观
察到了相同的产物。传统上，冰川抛光被认为是逐步去除多余材料直
到表面变得非常光滑的结果。但这无法解释表面薄层的明显硬化。最
近的解释提到了晶体的变形，并推测其涉及糊状岩石粉和硅质胶体。
这些作者自己也对为什么表面剥落层的厚度远大于他们所认为的改性
层的厚度感到困惑 (Bednarik et al., 2005)。通过将这一现象视为动能
变质的产物，可以更令人信服地解释冰川抛光的种种方面：在视觉上
独特的薄层下面是不同程度的结晶层和/或延展性层(Bednarik, 2015a; 

图4：凹穴36到33(从左到右)，位于南壁，有明显的动能变质（KEM）
发展和被红色色素覆盖的证据。只有凹穴的最深部分在周围岩石基质

的层流剥落中幸存下来(由RGB拍摄)

图5：位于达拉奇-查丹北墙的凹穴14A，具有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最广泛
的动能变质（KEM）转换证据（由RGB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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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b; 2015c; 2016a; 2016b; 2016c)。相似地，在风棱石上看到的光泽
是由空气中的沙子和较小颗粒的轰击产生的，需要用摩擦学术语来解
释。这些特征的大小范围从小型石制品到大型暴露基岩，在干旱环境
中尤为常见；它们也是动能变质（KEM）的成果。

图7：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的两个石英颗粒薄片，其表面被河流推
进的碎屑所截断。看起来非常光滑的表面是严重受损的颗粒 (由RGB拍

摄）

然而，所有这些地质现象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探索，因为到目前为止，
地质学和摩擦学之间的关系一直被严重忽视。摩擦学在地质学中的其
他应用还有待探索，而摩擦学在考古学和岩画科学中的应用至今仍是
未知数。其他类似的动能变质（KEM）情况还有待于在发震断层摩擦
和断层镜像形成等现象中继续探索。断层是岩体中由于岩石相对位移
所形成的平面断裂或不连续。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这样的断层是沿板
块之间边界的板块构造力作用的结果。即使是在毫米级，断层也发生
在小得多的范围内。活动断层中的滑动会导致纳米颗粒改性岩石的薄

层形成强反射或镜面滑动面。这种断层岩已经从许多不同的岩石学文
章中得到报道并且有理由认为，它们释放的大量动能是形成这些特殊
构造岩地层的原因。

简而言之，动能变质（KEM）现象在地质中非常普遍，但直到现在还
没有被正确理解。它们可以被定义为近地表岩层对强烈动能作用的反
应，以及岩石结构的摩擦学改性，使其更能抵抗形变、压缩和侵蚀。
为了理解其形成过程的自然机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包括三个阶
段，反映了能量作用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材料的最大变化发生在接触
面上，其效果随着深度的增加趋于减小。在达拉奇-查丹的凹穴14A
中，在其第3阶段的左右边缘均发现了变形，而上下边缘的变形相对
较少，这意味着施加在那里的能量较少。尽管如此，这款凹穴仍是迄
今为止在世界任何地域中，发现的最密集的动能变质（KEM）薄层。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当表面受到冲击时，它的抵抗力增强，变
得越来越难以进一步变形或延展化。这意味着凹穴制作者锤击它的表
面次数越多，通过增加其深度而产生变形的效果就越弱。似乎有一个
点，凹穴底部不会进一步变形，能量会消散到更深的岩石中。凹穴14A
可能非常接近于平衡的那个点：它需要被定义为世界上已知的动能变
质（KEM）薄层发展最极端的一个点——它是一个科学的参考点，就
像绝对零温度或巴黎的标准米一样。仅出于这个原因，达拉奇-查丹需
要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它拥有一个普遍的科学参考点。

实际上，如果不是由动能变质（KEM）引起的构造岩层，达拉奇-查丹
中可能很少有凹穴幸存下来。如果这些凹穴的内部会以与周围岩石表
面相同的速度被侵蚀，那么大多数凹穴会变得无法区分。换言之，它
们得以生存的主要原因，或许不是隐蔽的位置，而是保护它们的构造
岩层，再加上它们较深的深度。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洞穴以南的复刻

凹穴，被显微镜检验到了初始变化的阶段：平坦的表面斑块具有延展
性的初期迹象。

4. 锤石的检查

为了寻找动能变质（KEM）发展的证据，我们还扫描了来自达拉奇-查
丹挖掘的17块锤石。其中并没有表现为充分发展的构造岩。相反，磨
损锤石刻面以其破碎的表面为特征，这是冲击和断裂疤痕，包括阶层
剥落造成颗粒损失的证据。样本No. 541，是一块在地表以下47厘米深
的厚重鹅卵石，在其几个自然表面上显示出微弱的动能变质（KEM）
发展过程，且在其低半径的表面方向保存得最好。由于最初鹅卵石河
道运输产生的<1阶段的层状结构已被受冲击的面层所截断，唯一在
其冲击面上显示出动能变质（KEM）转换痕迹的检验锤石是530号锤
石。在这个样本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早期形式的动能转化（KEM）薄
层，阶段<0.5。由冲击引起的颗粒剥落的效果最好用以下锤石编号来表
示：207、220、448、449和514。

从达拉奇-查丹分层锤石的纵向分布可以明显看出，洞穴中凹穴的年代
范围很广，因为在许多不同深度都发现了用于生产的工具。同样明显
的是，将凹穴与影响它们中的大多数的大量剥落疤痕联系起来。不仅
制造凹穴的时间很长，还需要提问的是，有多少早期制作的凹穴有可
能保存到了现在，或者至少部分的保存下来？这是一个埋藏学的逻辑
问题：作为一种现象类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凹穴的数量不断增加，
因为不断有人观察到了早期的凹穴并采用/延续了制作凹穴的行为。同
时，岩石表面因三种过程向而塌缩：颗粒剥落、层流剥落和罕见的、
导致大量石板被移除的滑坡事件 (后者由于洞穴入口附近的日晒导致)
。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由于这些侵蚀过程导致许多最早的证据丢
失了，并且完全有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从最早的制造中幸存下来。问题
很简单，就是这些极具抵抗力的现象的埋藏临界时间点仍然未知，但
可以假设它确实很早。未来的工作很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最有可能
通过参考岩石凹穴、动能变质（KEM）现象和风化过程之间的关系来
解决。然而，这项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就像所有岩画研究一样。

5. 阐查拉玛塔（Chanchala Mata）1号的岩石凹穴

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对紧邻伊恩德拉加尔山（Indragarh）的
阐查拉玛塔山（Chanchala Mata）的一个地点的动能变质（KEM）凹穴
进行了更仔细的检查。虽然不是达拉奇-查丹的一部分，而且比那个洞
穴中的凹穴年轻得多，但它们与凹穴的研究有关，并且距离达拉奇-查
丹的洞穴只有300m。凹穴遗址距分隔两座山丘的古河道约120m，并
且它出现在一个其它带有凹穴的群组之中——其中没有一个显示含有
动能变质（KEM）薄层。

该遗址由一个板上有16个呈双排排列凹穴的水平面板组成（图8）将他
们由西向东进行编号，最后两个不含构造岩(表1)。凹穴编号3的西北象
限有一个大的清楚的石英颗粒，长720μm，最宽处宽530μm。它带有
一个扁平、受冲击的刻面，与周围动能变质（KEM）层的平坦表面相
齐平，但被离开的物质  (硅质胶体)所分隔开。刻面的圆形边缘可能会
被误认为是指向中全新世的微衰变，但是这样的年龄似乎与这些源于
凹穴底部上动能变质（KEM）而产生的剥落物的观察结果相矛盾，即
过程是由外向内的。通常，晶粒以150 μm和300μm之间的部分为主。
所有14个带有构造岩的凹穴都被一个明显侵蚀的表面所包围，该表面
已经塌缩了几毫米。凹穴1号也具有大颗粒，但这超出了明确的动能变
质（KEM）区域，并且它是否包含在凹穴区域内是值得怀疑的。令人
感兴趣的还有12号凹穴，与所有其他动能变质（KEM）凹穴相比，它
具有受损的构造岩层中心区域。这可能是由于KEM影响的参与，也可

图8：阐查拉玛塔1号遗址（Chanchala Mata 1）的16个双排排列的凹
穴，大部分带有浅色的动能变质（KEM）薄层，它们被从右到左编号(由

RGB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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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由于底层基岩结构的脆弱性。后者更有可能，除非影响发生在更

接近制造凹穴的时间。

阐查拉玛塔（Chanchala Mata）1号遗址的动能变质（KEM）改造阶段
确定如下：大多数转化的无定形硅质胶结物一直保持在石英颗粒稳定
期的完整高度，并且这些胶结体很少丢失。这为相对较近的古迹提供
支持。在3号凹穴中，颗粒和转化的胶结体之间没有可见的间隙，仅发
生了有限的侵蚀。在这些凹穴上可见的改变被定义为1.8至2.0阶段，在
位置和单个凹穴之间具有可变性。

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该遗址的凹穴尺寸非常均匀：直径都在40到54
毫米之间，除了一个无动能变质（KEM）的凹穴，它们的深度仅在4.8
到6.2毫米之间变化。每一个都保留了一半或更多的动能变质（KEM）
层。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16号缺乏构造岩。

6. 结论

对达拉奇-查丹洞穴中的凹穴的微观研究表明了形成抗侵蚀的动能变质
（KEM）表层(构造岩层)对于保护这些凹穴的重要性。KEM (动能变质)
是一种首先在凹穴中观察到摩擦学现象。达拉奇-查丹包含目前已知的
世界上动能变质（KEM）特征最极端的发展，表现为北墙上的14A号凹
穴。其表层的特点是石英岩全部转化为完全结晶的石英。

本研究还提出达拉奇-查丹的凹穴能够长久生存的主要原因是保护它们
的构造岩层，以及它们的深度。虽然凹穴底部仍然保存完好，但周围
的岩石板块经历了广泛的颗粒和层状剥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
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凹穴的深度已经减少。因此，如果它们变得更
浅，它们可能会由于剥落而被擦除，同时它们的构造岩层的厚度是它
们深度的函数。因此，凹穴深度、构造岩厚度和风化过程之间的相互
作用是理解这些现象以及潜在古迹的关键。

这项研究证实了洞穴中的凹穴是在漫长时间内产生的，证实了用于生
产岩石凹穴的锤石来自许多不同的沉积层这一考古发现。因此，具有
最完整动能变质（KEM）层的凹穴很可能是在该地点保存最完好的、
最古老的凹穴之一。

最后，本研究还考虑了一些回收的锤石的状况，并考察了附近的一个
距离洞穴几百米的露天凹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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